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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社會文化研究系列》專門提供以中文寫作的新近香港研究。
運作宗旨堅持學術研究不應疏離研究對象，本土文化探討要跟生活世界
緊密對話，務求以中文書寫香港研究，讓文獻得以延續，藉此激發香港
有更敏銳的本土自覺及更豐富的想像力，並因應香港自身的特性創造新
穎的知識及適時的學術研究。

	 香港當代歷史縱橫交錯，多重內外力量糾纏，中國崛起，劍跋弩
張，跨國資本主義統攝全球，追求發展主義的都市想像，不時由新媒體
打開公共資訊空間；英治時期的殖民遺業，仍在背後影響局面；源自冷
戰結構的中港對立，仍在重塑中華歷史文化認同；一直都在內部拉扯的
張力，有民眾的不同價值實踐及生活取向、民間社會對政治支配的集體
抗衡，以及各式各樣的新舊社會運動。研究香港，既要重新檢視特有的
社會文化軌跡，也要敏銳回應當下這個波譎雲詭的後九七局勢，特別是
當中「本土」，「殖民」，「國族」及「全球化」等因素如何在這個華
人城市相互接疊，拉扯及撞擊。可惜，在香港的學術制度之下，「用英
文寫作」，「國際期刊出版」，「有社會科學引文索引 (SSCI)」，已屬
凌駕其他學術追求的成規。香港研究往往喪失了學院體制的正式認同。
這就急需在學院體制內外重新開拓香港研究應有的空間，為香港本土出
版自身所需要的中文學術文獻。

	 由2002年起，一眾香港學者本著熱誠及興趣，攜手合作，透過籌
辦兩年一屆的《香港文化與社會研討會》迎難而行，定期發表專門研究
香港的學術著作，並把著作輯錄成書。整體來說，我們結集的論文主要
有以下的特點：
1)	 發掘研究香港的新主題及新議案；
2)	 引入或提出新的理論、概念、以及研究方法來探討香港；
3)	 提供跨學科的研究視野及多角度分析；
4)	 強調人文，學術知識與大眾生活的連繫；
5)	 拆解香港社會的不同迷思；
6)	 剖析港人的混雜身份認同；
7)	 檢視廣泛的社會文化課題，從閒常層面到包含重大背景的本土現象；
8)	 介入當下的香港現況，對回歸中國的香港進行切要的記述；
9)	 重繪香港的殖民經驗及冷戰故事；
10)	 述評現有學術論述的得失，追求香港研究的自身反省。

	 為求出版更快、更廣、有更即時的流通，我們在2012年，《香港
文化與社會研討會》迎來第一個十年的時刻，決定增設這個網站刊載大
會所得並經嚴謹編審的完整論文，透過電子管道與其他學者及大眾交
流，期望能夠帶來更多的香港社會文化反思，可得更廣泛的回響及支
持。

jcMotion，一個由中大新傳學院師生、校友共同打造的電子出版平
台。我們利用新媒介，向社會大眾傳播緊貼時代的資訊與思潮。鼓勵多
元創意，同時重視學術的嚴謹性。透過電子化的學術論文、創意讀物及
講座內容，jcMotion致力拓展傳播領域，連結學術與社會，探索溝通的
可能性。

如有查詢，請電郵至 jcmotion@cuhk.edu.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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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cMotion出版工作論文和專題著作，作者保留權利，將此作
品通過其他渠道，如學術期刊、書籍等，以印刷或電子格式出
版。

Copyright © 2015 (張少強). All rights reserved.

文獻引用：
張少強 (2015)。 錮身鎖命：中國對香港的食水及食物供應 [電
子版[第二版] 。張少強、馬傑偉、吳俊雄、呂大樂、張嘉輝（
主編）。香港：jcMotion。取自http://jcmotion.com.cuhk.
edu.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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錮身鎖命：中國對香港的 
食水及食物供應

張少強

香港樹仁大學社會學系副教授

摘要
中共力求「洗腦贏心」的統戰攻勢，一直無法在前九七香港廣

泛取得香港華人認同，但中共终能在1997年成功重申香港主

權。究竟中共怎樣在此劣勢之中，維持它在香港的跨境支配？

本文試作探討，指出早自毛澤東年代，中共的統一政策已有另

一力圖「錮身鎖命」之爭作為把持香港主權的最終武器。透過

查探大陸對香港的食水及食物供應，本文提出中共長期都有刻

意佔據生活物資貿易來進行政治統攝，從而確保它能在談判桌

上要求英國交還香港主權，兼而反制香港人的抗共情緒。這樣

的政治經濟權術也見沿用至今，繼續做為中共在後九七香港鞏

固其統治地位的一大支柱，使其權力支配可以超克意識形態的

取向分歧，直接控制生靈存在的必然條件，持續滲透整個社會

的身體腹腔。

關鍵詞：(後)冷戰，五豐行，東深─香港供水工程，食水及食

物安全，生靈政治戰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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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香港，作為一個華人城市，曾是英國的殖民地，也是中國

境外的一大戰略基地，長期為大陸提供重要緩衝包括進口物

資、賺取外匯、發展海外連線、搜集海外情報、以至在冷戰

時期突破美國圍堵。為求鞏固這個基地，在場宣示權力，中共

立國之初特設香港新華社(現為中聯辦)駐港，監察香港事務，

並在教育、文化、媒體、商業及勞工等界別建立親共的左派

組織，進行權力滲透及政治宣傳。然而，中共實行的意識形

態象統戰，已被指出沒有成功洗腦贏心(winning minds and 

hearts)，尤其是在1967年香港左派大舉「反英抗暴」之後，

中共在港的實力及形象，都因是次行動失敗，終告元氣大傷 (

金堯如，1998)。這就確有必要追問：中共何以能夠在此劣勢

之中仍能成功重申香港主權？

透過檢視內地對香港的食水及食物供應，我提出中共在把

持香港主權上，長期都是追求錮身鎖命(controlling bodies 

and lives)多於洗腦贏心。錮身鎖命這種支配方式是以佔領別

人的生存條件來駕馭別人，或透過恩惠方式，或利用威嚇手

段，或藉詞純為貿易，要別人誠心順從，或被迫就範，或半

推半就。它的性質屬於一種超克冷戰對立的，後意識形態的，

兼具軟硬力量的生靈政治戰略(bio-political strategy)。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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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往往可在現實政治之中充當壓倒對手的銳利武器之餘，

還可在市場交易上用來謀取厚利，獲得經濟商機。早在1960

年代，周恩來也曾明言：「這個陣地越搞越重要，對港澳供

應確定是一項政治任務」，並因應「長期打算，充分利用」此

項國家既定的香港政策，向各級官員作過這樣的訓示：「各

地凡是有可能，對港澳供應都要負擔一些，不能後退」(齊鵬

飛，2004：44)。由此可見，大陸對香港所作的物質供應並非

純屬地方層面的尋常貿易。自始之時，它已包含中共的戰略考

慮，且是一條同時牽涉「地方—國家—全球」三重地緣政治

的重要戰線。隨著現時中港關係日趨繃緊，香港特區政府表現

每下愈況，民眾抗議聲音愈來愈烈，我預期錮身鎖命這種生靈

政治支配方式，在統攝及反統攝角力過程中，構成的中港張力

勢將日漸浮面。

我所用的研究資料包括香港、中國及英國的官方檔案，本

地、國內及海外學者的現有研究，以至相關官員的回憶錄及

坊間書籍。我的論點乃是壟斷食水及食物供應一直都是中共香

港政策的核心部分。中共終能在談判桌上要求英國交還香港主

權，同時總可壓倒港人抗共情緒，都跟中共刻意借佔據生活物

資貿易來進行政治宰制息息相關。由於單憑「一國兩制」的統

治模式現已不足以回應後九七香港的複雜形勢，這種管治策略

亦見沿用至今，繼續做為中港貿易之間一大有利可圖的長期買

賣，以及中共在後九七香港確保統治地位的一大支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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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濃於血」：食水供應

食水安全經常都對中英兩國所制定的香港政策起着或明或

暗的決定作用，包括與此相關的高層政治交鋒及外交談判。

當中共於1949年初，勢將接管大陸之時，英國在香港的殖

民統治深受威脅。因應中共有可能乘勢進佔香港，英國表面

上擺出充滿信心的防衛姿態(官方檔案：CAB/129/35)。可

是，英國內部深知，香港這塊殖民地全靠興建水塘來把天然

雨水變為食水來源，但當地水塘並不足以確保殖民地有穩健

的食水供應。故此，英國內部的真正方針反而在於盡量避免

要跟中共交戰，並把「爭取中國的默許」列為當前急務(官方

檔案：CAB/195/7：151)。另一邊廂，中共出於現實政治考

慮，也作出了「暫不收回」香港的權宜決定，讓英國的殖民統

治可在香港維持直到1997年新界租約期滿為止。可是，中共

同樣深知香港一直水源短缺，並對準香港這點要害，策動水源

政治(water politics)作為牽制英國殖民者的繮繩，把香港這一

塊有待統一的境外領土拉入在控制範圍之內。

1959年，北京計劃在鄰近香港的深圳興建水塘乃此項水源

政治部署的發端。作為全國水利工程的一個部分，這個特定

水源政治計劃名為「東江深圳—香港供水工程」或簡稱「東

深—香港供水工程」。它要肩負的目的是以改善地方供水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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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名，把香港納入由內地主導的供水網絡之中，以東江河水來

沖破兩地隔斷，令中共的跨境支配隨著食水滲入整個香港，日

日夜夜透進所有港人身體。1960年，計劃初定，北京即經廣

東省政府向英方提出此項水利工程(廣東省水利廳、香港水務

署，1998)。

對於兩國政府來說，此項供水工程同樣充滿政治考慮。1963

年，周恩來親自視察工程之後，就曾直接指示下屬：「該工程

關係到港九三百萬同胞，應從政治上看問題」，並把工程列為

「援外專項」，直接由國家計委撥出3,800萬援外專款作為經

費(李健輝，2007：iii)。英國在接獲消息之初即已警覺此項工

程，正如時任港督柏立基的評估所示，實為中共的跨境戰略，

可是香港確有尋找額外水源之需。英國最終都是接受了此項工

程，但同時打算要在港興建大型水塘來維持水利自主(官方檔

案：CO1030/1279—1281)。

兩國官員尚在商討細節期間，香港又告爆發嚴峻水荒。1963

年，香港水塘總存量一度跌至僅有總容量的1.7%。港英政府

不得不實行緊急制水，並把級別由原先每日供水三小時最終升

至每四日供水四小時的可怕程度。為了應急及加緊節流，港英

政府採取的相關措施還有重開水質沒有保障的地下水井，在全

港舉辦節約用水運動，提供市民節約用水行動指引，容許宗教

團體以不同儀式祈雨，針對浪費食水訂立罰款及實行監禁，

以至派遣空軍向雲層發射乾冰打造人工雨水(何佩然，2001)。

可是，全都僅在治標，甚而並無實效，港英政府始終是要好

像1902及1929兩次香港史上有數的水荒事故那般，向廣東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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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購食水來纾解旱情。由於當時這種做法是要派出油輪運送

食水，在運作上極不方便也不合算，所得水量也不足以完全

應付廣大人口的食水需求，實非可循之策。1964年，港英政

府唯有進而決定跟廣東省政府就東深—香港供水工程簽下永

久合約。自1965年起，此項計劃也開始可以提供港人恆常食

水供應，沿一條接一條的水管運送內地東江水到港（官方檔

案：CO1030/1654—1659）。對中國來說，此項計劃的落實

明顯讓它踏出重申香港主權的一大戰略步伐，令自己的形象比

起英國更為有能力恩澤港人之同時，亦可成功穩奪香港主權的

一條重要防線。

為了自保不失，英國也曾盡其所能增強殖民地自身的供水系

統，務求制衡中國的水利攻勢，增大殖民地的自主性。例如：

在簽訂東江深圳—香港供水工程合約之時，英國拒絕中國原先

提出可向香港免費供水的提議，反要堅持按價購買內地食水，

以表此項協定純屬經濟交易而不是政治恩賜。雙方交涉也要限

於地方上的香港政府及廣東省政府，以免此項供水計劃成為國

家層面事情。英國亦都反對公開內地供港食水將逐步增加的協

定，以保它可繼續在港興建水塘，受影響居民無法藉此為由反

對相關工程 (官方檔案：CO1030/1654—1659)。

雖然本地水塘數量在此項中港供水協議簽訂之後仍有增加，

新建水塘，如：船灣淡水湖、萬宜水庫，規模亦日趨龐大，可

是香港本土的供水系統總是追不上同樣日趨龐大的人口。故

此，港英政府又在1959年起，計劃採用海水化淡來鞏固香港的

供水自主，甚而同時考慮核能發電來配合此項供水工程。1970

年代初期，港英政府雖然放棄了核能發電的計劃部分，仍是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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惜重本投資海水化淡技術，並終在香港興建了當時世界規模最

大的樂安排海水化淡廠(官方檔案：CO1030/1659)。按當時政

府預期，此項水利計劃是長遠的「保險政策」(同上:144)。工程

約要20年完成，但完成之後，該海水化淡廠可滿足香港每年耗

水總量40%。可惜，此項水利計劃，雖然屬於英人防衛供水主

權的最後一著，終因成本過高在1978停產，並由於長期荒廢而

於1982年決定拆毀(何佩然，2001)。

計劃既已稍縱即逝，港英政府只好再跟廣東省政府商討，要

求內地增加供水。結果，東深—香港供水工程在1974、1979

及1989年，分別進行了三次擴建，包括加建水庫及水管，以及

增強泵水及輸水系統。隨著所有擴建全部竣工，內地供港水量

即時飈升四倍，由原本1980年代200百萬立方米升至2000年代

800百萬立方米。就香港每年耗水總量來說，東江水所佔比率也

見扶搖直上，1970年僅在24%，1980年已達34%，1990年升

至68%，2000年後長期超出70% (表一)。相比之下，由本地水

塘提供的食水在同一時期，只有100至300百萬立方米，明顯無

法獨力滿足香港食水需求。香港社會經濟的發展命脈已因依賴

東江供水而在內地掌握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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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深—香港供水工程奠定了中國在香港的水力霸權(hydro-

hegemony)，並藉壟斷食水供應從中獲利。香港既已在中國的

水利系統之中，由中國主宰它的基本生存條件，中國比起英國

就可在談判之先，對香港前途有更大發言權和支配力。這解釋

了為什麼東深—香港供水工程竟能在中共建國六十周年慶典成

為榜上有名的「重大經典工程」。它的「重大」可稱「經典」

明顯不是就其工程規模來說而是就它在確保香港回歸的戰略作

用之上(李家翹，2010)。

沒有獨立供水能力，香港的命運總要視乎中國的態度，也不

由英國可再以昔日的船堅炮利或文明使命來扭轉定數。正如前

英國首相戴卓爾夫人（Margaret Thatcher) (1993)在個人回憶

錄中指出，她就香港前途跟中國談判的原有計策是想以英國具

有香港島及九龍半島的永久主權來換取1997年後英國可在香港

維持治權，並認為這是有一擧三得的效果：中國能夠如期重申

香港主權；英國可以繼續統轄香港；「整塊殖民地」 (香港) 在

「英國的延續管治」之下，將「有良好未來」。可是，戴卓爾

夫人同時寫道，整個香港都要「依靠大陸的食水及其他供應」

，且「有超過90%的土地是租借的」(259)。她在事前已經感

到難有跟中國討價還價的把握。當鄧小平堅決反對她的共治方

案，她只好同意由鄧小平提出的一國兩制模式，並接受英國的

殖民統治將在後九七香港完全終結(488—495)。東江深圳—香

港供水工程就是如此具有決定作用的政治武器，既令英國在談

判桌上被擱在一旁，也教中國在1997年前已可就香港的主權宣

示它的宗主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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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內地供港食水，香港居民既看到隱憂但又無法抗拒。

消息傳出之初，社會大眾確曾擔心依賴東江供水的政治風

險。1960年，一份本地報章就有大字標題：「從各種跡象可以

明顯地看出，中共必憑藉水源，向港作出政治敲詐」。相似的

反共警告亦在其後的另一則輿論可見：「東江水之來主要屬於

政治性，若政治局勢有變，立時可以涓滴不至」(廣角鏡，1981

：71)。由於時為冷戰高峰，香港居民亦都擔心事件違反以美國

為首的對華禁運措施而演變成折磨香港的中西鬥爭。然而，美

國一直都無公開提出反對，反而表示不會禁止香港輸入中國的

「共產水」(張連興，2007：295—296)。

整體來說，港人的警戒意識最終都因長期飲用東江水而被沖

淡。港人的日常生活也因東江水輸入再沒有如往日那般需要望

天打卦或苦受制水之澀。正如何佩然(2001)指出，東江深圳—

香港供水工程所起的深遠政治作用就是提升「社會上的親華情

緒」(214)。儘管香港居民可能繼續恐共或已變得不再在意，香

港的生死總要靠大陸提供物資這一類想法卻成為香港內部長期

存在的大眾常識。「血濃於水」乃華人民族主義用來建構並指

涉華人內部一直都是緊密相連的常用話語。可是，中共的水源

政治卻在實踐層面把中港的緊密相連變成「水濃於血」，透過

食水把中港結為一個不可割離的共同體(community)。故此，

李家翹(2010)認為「1979年後香港的供水史，展現的是香港的

供水權逐步為中國大陸所掌控；因為它要依靠中國供水，香港

實質上已提早回歸祖國」確為的論(69)。雖然英人曾經花上大

量心力來確保戰後香港的供水自主，可是香港本身實在難以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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憑內部的淡水供應系統就足可解決全城的食水需求。下及海水

化淡計劃都是終告失敗，英人縱然想過要令香港成為一個可以

長治久安的獨立城邦(city-state)，但早在1982年中英正式談判

香港前途問題之前，這已屬徒然撲空之舉(Lee，2013)。以下部

分將再以食物供應為例，闡述中共怎樣使出同類的生靈政治控

制來鞏固它在香港的跨境支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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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以食為天」：食物供應

英國佔領香港之初，已然感到這一塊殖民地的先天缺失就是

其土地面積太過細小，根本難以內部極為有限的天賦資源自給

自足。在此前提之下，香港有生存危機一直都是英國管治香港

之時無法擺脫的權力隱憂。雖然英國官員在1841年怒把香港講

為「屋都難有一間的荒蕪島嶼」，實為誇張描述，但也不是全

無理由。香港大部分土地都是山巒地帶，僅餘的可耕土地一直

都是生產有限，根本不足以應付本地人口日常農產需求。下及

戰後，香港都市急遽擴張，農田數量持續下跌，土產食物更是

無法滿足直線增長的龐大人口(表二)。在香港整體經濟之中，

農業生產所佔比率亦都微不足道。從1950至1960年代，本地農

業佔全港本地生產總值只有3至5% (ERCCUHK，1969)。下及

1970至1980年代，該數字已跌至1至2%。在1990年打後，更

低至0.1至0.9% (表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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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香港漁農署 [前稱漁農處] (2001—2010) [1950—2000]
提供的數字同樣顯示：本地農業並非香港農產食物需求的供
應支柱。例如：華人主要食糧乃是稻米，可是全港稻田總數
卻由1954年尚有9,458公頃，持續下跌至1960年只剩8,724公
頃，1970年餘下5,602公頃，且在1980年僅存30公頃，1985年
殘留10公頃，並於1986年之後完全絕跡香港。儘管新界一帶直
到今天仍有蔬菜生產，可是它在全港蔬菜消耗總量上所佔比率
卻一直下滑，其數字為1960年代尚有40%，1970年代還在30%
，1980及1990年代已跌至20%，2000年代以後更是跌至少於
10%。本地牲畜情況亦都相約，在全港牲畜消耗總量上所佔比
率長期都是低於50%。自1980年代伊始，該比率甚而低至20至
30%，還不時少於10%。

相比之下，本地家禽生產看似例外。1980年代，它在全港

家禽消耗總量上僅佔20至30%，踏入1990至2000年代初期，

數字不跌反升到40至50%。但一切都在香港接連爆發禽流感疫

情之後全面轉衰。為了預防禽流感再度爆發，香港政府決定買

回本地家禽農戶經營牌照。這使到本地家禽生產急遽萎縮，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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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量上，由1999年12,659噸跌到2009年6,417噸。就本地漁業

來說，香港漁民一般都在南中國或以外海域作業。在大部分年

頭，他們的海產都佔全城總耗量50%以上。但水產的貢獻則為

數不多，僅佔全城總耗量10至20%。香港雖然本為漁村，可是

就連香港本土漁產亦都早已無力自給自足。

作為東亞具有領導地位的海港城市，香港擁有的食物運輸

網絡可謂無遠弗屆，近乎世界各地都有食物進口。可是，由於

地緣及文化相近，香港的主要食物供應地始終都是中國大陸，

尤以新鮮食物最為明顯。1951年，北京責成由中國外經貿部直

轄香港華潤集團旗下的五豐行作為內地供港食物的總代理。自

此以後，中國透過五豐行佔據了香港的食物市場並從中獲利，

穩操了跟食水一樣同屬具有重大戰略作用的食品供應。在運作

上，周恩來亦曾親自統籌中國鐵道部及外貿部特設三趟快車，

全年行走364日，從雲南、武漢及上海運送各地新鮮食物到港，

包括豬、牛、羊、雞、鴨、鵝、水產、蔬菜、生果等等。即使

大躍進之時內地饑荒，文革時期陷入動亂，中國都未曾有意終

止對港食物供應(吳學先，2010)。當香港左派在1967年之時發

動罷市作為「反英抗暴」行動之一，北京中央根本沒有支持，

反而要求香港左派結束抗爭(冉隆勃、馬繼森：2001)。

由此可見，冷戰時期，中共的香港政策雖然經常帶有反帝

國主義，反殖民主義及反資本主義的激烈措辭，可是實情一直

都是僅以這些激烈措辭來擺出合乎意識形態戰線的政治姿勢而

已。就連第一代領導人認為，透過壟斷食物供應來維持外匯收

益比起反殖民主義、反帝國主義，以至反資本主義更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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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當時英國的情報分析顯示，香港確為中國賺取外匯的主要來

源(官方檔案：FCO21/104)。周恩來亦曾直言：「要進行社會

主義建設，香港可以作為我們同國外進行經濟聯繫的基地，可

以通過它吸收外資，爭取外匯」(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1993

：354)。只不過，時下的內地官方論述往往會把五豐行美名為

「香港的菜籃子」，專門運送食物到港的三趟快車為「香港的

生命線」，沒有讓人清楚得知這些供應在政治上、經濟上及戰

略上涉及的現實考慮和利益計算(郭國燦，2009)。 

畢竟，香港的食物市場也不是單由北京支配所有。如以白

米市場為例，據鄭宏泰及黃紹倫(2005)研究所得，從十九世紀

開始，香港的白米市場長期都是潮籍華商的天下。他們以族群

內的親屬及商業網絡壟斷了由泰國運往香港及南中國的白米貿

易。雖然在1980年代打後，大型連鎖超級市場壓倒了潮籍華商

在白米市場上的傳統優勢，但泰國依然屬於香港最大的白米供

應地。為求供應穩定及儲備充足，港英政府自1995年起訂立了

一系列白米管制措施來確保香港有多元的白米供應地。1968

年，中國曾以慈善捐贈華人同胞之名，有意在管制措施以外額

外輸出白米，港英政府照樣反對，並認為這只不過是中國在

1967年，香港左派「反英抗暴」失敗之後，「賺取政治資本及

向香港政府施壓」的替代手段(官方檔案：FCO21/205：7)。結

果，由中國進口香港的白米長期處於次級位置。每逢泰國遇有

白米失收而令到出口減少，中國白米佔香港市場比率或可升至

30至50%。一旦泰國供應回穩，中國在該比率上即見下跌，在

1980年代中期已低於50%，1990年代中期則低於20%，到了

2000年更低於10% (表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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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中國進口的其他日常糧食情況也是相約。1950年代，香港
進口中國蔬菜高達50至70%。但從1960及1970年代開始，此
項數字已在大部分時候跌至50%以下。在1980及1990年代，更
是進一步跌至少於20至40%。由中國進口的海產及水產同樣報
跌。在1960年代，比率尚有50至60%，下及1980年代，跌至
30%至40%以下，2000年之後則更是少於20%。唯一例外就是
活豬及家畜。香港一直都要極度依賴內地供應。自1969年代伊
始，內地進口香港活豬及家畜長期高佔70%，並在往後的多個
年代，經常高出80% (表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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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統計數字顯示，中國對戰後香港華人大部分時候都有

較大錮身鎖命能力。雖然情況不是沒有變動，並在白米，蔬菜

和漁產上有下滑趨勢，但這仍然足以確保中國的生靈政治攻略

具有決定性的威力。它能夠成功控制香港食水及食物安全顯然

令到英國深感威脅而又苦無抗衡之法。第二十二任港督葛量洪

(Alexander Grantham) (1947—1957)乃在中共威脅之下繼續維

持香港殖民統治的首名總督。在個人回憶錄中，葛量洪（1965)

認為，香港勢難「好像大多數的英國殖民地那樣，進行自治或

獨立」(105)，並已預期香港會按時在1997年交還中國，其原因

正是在於香港要依靠中國供應生存所需。他寫道：「就此我想

提出一項統計數字……除卻芝加哥之外，香港比起世界上其他城

市屠宰豬隻都要來得更多，而90%的豬隻是來自中國」(172)。

直至1967年左派騷動之時，香港陷入恐慌，其時港督戴麟

趾 （David Trench) (1964- 1971) 所作的局面評估也是得出相

同結語：「我們依賴中國的食物……是相當大量的。中國（對

香港）的物資供應有任何突然停止，都會令這裡大亂（官方檔

案：FCO21/214:140)。香港所以有此脆弱局面在前殖民地高

官黎敦義 (Denis Bray) (2003)的個人回憶錄亦有說明：「有好

幾天，中國沒有火車到來運送豬隻。這確實嚴重因為中國總是

有可能停止我們要靠它的食水及食物供應。我們曾在鄰近地區

尋找其他供應來源，但沒有地區可以供應我們所需的數量。」

(126) 

因此，中國只消截水截糧即可定香港生死，實乃英國對這塊

遠東殖民地一直沒變的看法。就連美國都是抱有相同的局面評



22

估。雖然美英兩國不約而同都是相信中共採取軍事行動攻佔香

港的機會不高，但兩國亦都認為中共若然作出停運行動的話，

香港立時無法自保。這是何以在1950年代，英國要求美國提供

香港軍事支援，美國只承諾提供「道義支持」 (Mark，2004)

。結果，英國在往後日子只得獨力抵禦中共威脅，以別的行動

來鞏固其殖民統治。因應全球冷戰的反共路線，英國首先就

是渲染香港左派的暴力傾向，把他們反英親共的愛國主義打

成屬於極度危險的恐怖主義(強世功，2008)。英國還在政治宣

傳上刻意突出中港兩地經濟差距來褒揚資本主義的優勝之處(

呂大樂，2011)。到了1989年，中共武力鎮壓天安門民主運動

之後，英國既繼續以大型基建項目來平添香港一片欣欣向榮

的氣氛，亦進而在政治建制上訴諸民主改革來爭取港人認同

(So，1999)。這些晚期殖民主義行動確實有助英國籠絡人心，

大大提升英國的管治聲望。可是，英國到頭來還是無法扭轉香

港終要交還中國的歷史定局(Tsang，2004)。香港最後一任港督

彭定康 (Christopher Francis Patten) (1992-1997)在總結香港

政局之時，就英國殖民主義的終要結束，也只得嘆言：「香港

島及九龍半島 —— 所有領土全屬割讓的 —— 要靠新界及以外

的腹地提供食物和食水」(Patten，1998：12-13)。

中國對香港的食水及食物供應，至今已發展至在輸出物質

之同時輸出論述。中國官方措辭經常都會把這樣一種力圖錮身

鎖命的生靈政治講成北京一直為港人著想的「仁政」，屬於具

有中國傳統儒家理念的道德政治實踐。這樣的官方詮釋往往又

跟不同的知識活動混在一起，成為了好些內地知識分子及地方

官員就中國對香港食水及食物供應的標準講法。例如：古星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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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1)認為香港的經濟成就須歸功中國支持：「香港就是這麼

奇怪的城市。信仰社會主義的大陸政府支持它的繁榮。……北京

提供了戰後卅三年來香港社會穩定的客觀條件，也給予了投資

者充分的信心。……實際上，香港戰後卅三年的『繁榮與安定』

環境，是北京營造的」(4)。曉晨(1994)唱和這樣的愛國調子

並就中共的關愛港人作出這樣的讚頌：「無論是三年自然災害

時期，還是文革動亂期間，內地一直及時穩定地向香港供應大

量廉價的生活必需品和生產原料，從而保證數百萬香港同胞的

安居樂業。每當香港遇到困難，總是祖國最先向它伸出熱情之

手」(5)。強世功(2008)也有相類的讚頌，為中共的香港政策作

出充滿民族情懷及訴諸儒家精神的論述宣傳：「這一切無私的

援助，不是基於利益的計算，而是基於情感的認同，即我們都

是中國人，是基於自然的友愛凝聚起來的相互援助的大家庭。

中央對香港的無私援助包含類似家長對子女的情感關懷。……把

政治秩序建立在人心之上，無疑是我們儒家的政治傳統」(157)

。齊鵬飛(2004)所寫的評論則可說是更為政治露骨，更近國家

宣傳：「如果離開了『中國(內地)因素』，就談不上香港的穩

定和繁榮，就談不上創造了世界經濟發展史上奇蹟的『香港現

象』」(45)。

這些論述宣傳的一大特點往往就是刻意極度煽情，且要在

道德高地上把愛國主義、傳統理想、民族精神、家長主義及利

他主義等，盡量堆砌出來。這些論述宣傳亦跟中共的第三世

界政策在原則關係上有大量一脈相通的地方(a  distinguished  

lineage of principled relations)，包括反殖民主義、反帝

國主義、追求民族自主、提供無條件資助，以及互惠互利等 

(Strauss，2009)。雖然這些論述宣傳帶有誤導色彩，也旨在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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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香港是從屬大陸的形象來滿足大陸本土聽眾，但這些論述宣傳確實

有助中共遮掩它在現實政治上的策略部署及功利計算，對其統一香港

及全球連線都有美化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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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政治，顧大局」：新近情況

時至今天，中國已按「一國兩制」模式，收回香港主權有

好一段時期。這意味中國在追求統一上只要領土重奪，再不講

求體制一致。對於香港在政治、經濟、意識形態及生活文化上

的歷史分歧，包括冷戰時期資本主義跟社會主義的兩極對立，

它也不作消解反而容許兩者成為「一國兩制」中至少可以「維

持五十年不變」的「兩制」，使到後九七的中港關係保留了前

九七的冷戰結構，並在對立狀態之中持續惡化，出現日趨互不

相容的嚴重矛盾。這種中國式的認同政治 (politics of recogni-

tion)已見到是無法確保後九七香港成為現時中共在國家政策上

經常強調的「和諧社會」(Lee, Nedilsky & Cheung：2012)。

為了挽救後九七的政治危局，中國終在2003年實行CEPA(

中文全稱：內地與香港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英文

全稱：Mainland-Hong Kong Closer Economic Partnership 

Arrangement)，試圖訴諸貿易優惠、經濟利益，購買穩定局

面，換取香港民情。在政治宣傳上，中國亦經常高舉CEPA對香

港經濟的重大好處，並把CEPA講為國家特意恩澤港人的及時措

施。可是，特區政府內部的檢討報告卻有近乎相反的保留，指

出香港在2000年代初期開始的經濟復甦並非單由CEPA使然。在

講及CEPA的作用之時，報告只是強調CEPA有「無形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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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香港經濟有重建「信心」的效果(官方檔案：CB(1)1849/06-

07(04)：5)。據報告提供的統計數字顯示，在2003至2006年

間，由CEPA帶來的新增職位累計起來，其實只有35,000個，數

字所得不足香港就業人口總數的1%。由CEPA帶來的貨品交易

總額在2003至2007年間最高的紀錄也遠低於預期，僅佔香港整

體出口4.1%，對大陸出口也只有10.6%，即大部分中港之間的

貨品交易根本無需CEPA的優惠安排 (表六)。在服務交易方面，

由CEPA在2007至2009年間帶來的生意收入累計為1,984億港

元。這個看似鉅大的數字亦見跟官方宣傳給人的印象有頗大的

出入。以香港每年本地生產總值來算，該數字所佔比率只有3至

4%。在CEPA底下，38個受惠的服務界別當中也只有四個真的

受惠，並由它們佔了相關生意收入總數98% (表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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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見，CEPA的政治經濟作用較多是在心理方面，反而在
實質方面是頗為有限和局部。就中共要增強它對港人錮身鎖命的
物質支配能力來說，CEPA充其量只有補充作用。這令到中共竟
要循環再用毛澤東年代制定出來的舊香港政策來維持它的主權。
在2012年1月2日，中國在《人民日報》刊佈，全力保障香港食
水及食物的穩定供應和質量安全，將是新的政治挑戰並已正式要
求相關企業在對港供應上「講政治，顧大局」。可是，中國為求
令國力能夠遍及全球，其急劇發展已令自己蒙受日趨嚴重的環境
污染。由於發展過程缺乏有效規管，內地的食水及食物安全經
常爆出醜聞，以至成為好像2008年「毒奶粉事件」那般愈演愈
烈的政治風波。這類事故亦已在香港成為媒體經常廣泛報道的
新聞重點，港人對於內地供應的食品出現信心危機(《文匯報》
，2013年3月23日)。隨著內地食物價格飛漲，香港食物價格也
受到拉動。2008年，通脹高峰之時，白米、豬肉、牛肉、家禽
及蔬菜，在港的售價分別上升44.9%、35.1%、37.6%、13.5%
及16.7%。整體食物售價亦見上升16.8%。雖然2009至2011年

間升幅放緩，但香港食物價格仍維持上升趨勢 (表八)。

由於生活負擔急遽加重，香港社會對於現行食水及食物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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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情況亦見愈來愈多抱怨及異議。香港立法會時有議員質疑

政府何以如此依賴內地東江供水，其售價持續上升，其水質卻

是日益受到環境污染而變差(官方檔案：CB(1)734/12-13(04))

。長期以來，五豐行近乎獨佔香港活豬供應亦都觸發同業不

滿，並一度要求政府徹查其經營方式有否干犯反壟斷法(官方檔

案：CB(2)699/02-03(03))。下及2011年，香港復有數百名市

民，在政黨帶領之下，走上街頭，高喊反通脹口號，要求政府採

取措施平抑食水及食物價格(《東方日報》，2011年8月15日)。

食水及食物安全已成中港關係愈來愈尖銳的一大政治經濟爭

端。可是，中國對香港的食水及食物供應並非一門蝕本生意。

自1960年代，東江深圳—香港供水工程開始運作，香港政府

跟廣東省政府協定的售價一直上升(表九)。正如營運單位內部

的管理方針所示，供給香港的東江水是「政治水、經濟水、生

命水」(李健輝，2007：138)。自1980年代，大陸開放改革之

後，其售價亦都不再單以政治作考慮，反而愈來愈重經濟回報(

同上：105)。這樣雖然可為廣東省帶來可觀外匯收入，但也令

香港向廣東購買食水的單位價格近乎全世界最高。2000年，新

加坡向馬來西亞購買食水的單位價格為港幣0.33元一立方米，

但香港向廣東購買食水的單位價格卻為港幣3.085元一立方米，

差不多高出十倍(何佩然，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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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香港終於跟廣東達成新的協定，香港可以按月調整

它向廣東購買的食水量而不用繼續受到按年計算的固定限制。

在新的協定之下，香港向廣東購買食水的開支總額確曾從2005

年的25.30億元港幣輕微回落至2006年24.95億元港幣。但該

開支總額很快再度回升並高出原先水平，於2009年為29.59億

元港幣，於2010則高達31.46億元港幣(香港水務署，2000—

2010)。

五豐行的食品生意同樣收入可觀。按五豐行於2000年私有化

之前一度公開的帳目資料顯示，該行每年生意總額一直上升，

從1992年463.60億港元，升至1999年666.39億港元。每年盈

利也從1992年7.70億港元，升至1999年59.71億港元(表十)。

因此，中國對香港的食水及食物供應實有重要利益牽涉其中，

並非對中國經濟發展沒有好處的國家恩賜。若然中國不加干預

食水及食物價格升幅，中國勢將難以繼續穿上後冷戰的仁政外

衣，以物質的支配作用及後物質的道德措辭來打動香港，繼而

鞏固其收復台灣的統一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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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語

本文闡述了自冷戰以來，中國的香港政策中，食水及食物安

全的重要作用，包括它的戰略、政治、經濟、以及措辭特點。

本文指出中國確能在洗腦贏心以外，以後意識形態的錮身鎖命

政治，反勝英國殖民主義及與全球冷戰連同一起的反共攻勢。

中國亦沿用這種生靈政治攻勢，配以煽情的道德宣傳，在後九

七香港以祖國愛顧港人之名，維持它的跨境支配。直到目前為

止，中國其實從未試過真的停止輸送供港的食水及食物作為政

治行動。當然，這是仍為殖民地之時的香港及其殖民宗主國英

國，沒有可能估計得到的事後之見。結果，中國只消憑藉它對

香港有定生決死的潛在威脅，已足可令這塊英國殖民地總是要

看中國意向，甚而務須在其要求之下規行矩步。這實為一大歷

史諷刺。大部分的香港華人都是為了生活、逃避大陸共產政權

而不惜犯險越境的離散難民，甚或是殖民地鎖關之後的非法偷

渡者。但他們到頭來還是由於生活所需而跳不出中共的生靈政

治控制。話雖如此，錮身鎖命政治亦非無往而不利之舉，它反

而含有勢將積重難返的自身弊端。

由於抗拒內地日趨強硬的來的政治干預，破損本土的經濟，

復以港人日常生活逐漸受到內地人口衝擊，一股激進的自主追

求的力量已在後九七香港迅速浮現。由這股追求激發出來的社

會抗爭既繼續爭取民主，也在引發各式各樣捍衛本土的保育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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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及身分政治。其論述及行動甚而包括反對內地人口湧入香港

的公開號召及示威活動，就連昔日英人在1946年之時，於當時

港督楊慕琦的政改方案中，一度短暫閃現但終告失敗的「城邦

想像」都被重整出發，作為力爭香港應要自主的立論依歸(陳

雲，2001)。縱使英人本身對其殖民地的自給自足能力一直都有

根本保留，可是這些新近的香港城邦論者，甚或獨立論者則不

以為然，對於「中國因素」更是沒有英人那樣的政治憂慮。

面對這樣的中港局面，中共顯然需要倍加把持香港的食水及

食物安全來維持控制。部分官員甚而接連公然提出「斷水論」

來作出阻嚇，使出錮身鎖命政治來遏止這些新起的激進主義（

《蘋果日報》，2012年10月30日）。然而，食水及食物安全可

能會出現天然或人為差錯，這些差錯往往又會愈來愈難擺平，

甚至根本無法擺平；縱能擺平，也要賠上極大生靈代價，引來

嚴重的社會牢騷，以至折損政府管治地位。好像2011年12月之

時，H5N1病毒威脅重臨香港，受感染雀鳥及雞隻再度出現社

區。為了防止疫情擴散，香港特區政府立時下令全城宰殺活雞

17,000隻，並禁止本地活禽買賣數周。結果，疫情確實沒有擴

散，但卻由於新春旺季將近，惹來雞販不滿及擔憂，也令港人

日常生活秩序及市面運作受到政府直接干擾(《太陽報》，2011

年12月22日)。

總而言之，錮身鎖命政治是有雙重性質的，既要用來加強

政治支配，又要藉此圖取經濟利益。這就導致中國的香港政策

總是存在兩難。當中國要標榜它的香港政策乃「仁政」，它便

務須不惜成本繼續維持大量低價食水及食物供給香港。可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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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水及食物供應確有運作成本，不可永遠都是無利可圖的單向

經濟優惠。若然中國真的採用斷水斷糧來對付香港，中國也將

自斷政治經濟優勢，削弱自身統攝「大中華」的實力。況且新

近的情況顯示，香港內部已對中國這種生靈政治攻勢表示反

感，還以香港一直都要用錢購買為由，公然反駁中國對香港的

食水及食物供應從來不是恩賜(《蘋果日報》，2013年1月25

日)。故此，若借Derrida(2004)的術語來闡述，錮身鎖命政治

在治理後殖民/後冷戰/後九七香港上，實為有效亦有毒的「偏

方」(pharmakon)1。它能增強中國的帝國建造(Empire-build-

ing)，也會累積中國的權力危機。

1	 Pharmakon 這個希臘字眼在英語可以譯為drug。但筆者無法找
到一個漢語字眼可以一如這個字眼的原意那般，同時含有良藥和
毒藥的雙重意思。暫且把它譯為「偏方」這個漢語詞彙，取其帶
有可以有效治病但又較具有害風險之意 ， 望有翻譯能手，有以教
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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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 1030/1280. “Water supply in Hong Kong. Chinese reservoir at 

Shum Chun (1960).”
CO 1030/1281. “Water supply in Hong Kong. Chinese reservoir at 
Shum Chun (1960-1963).” 
CO 1030/1654. “Water supply - Hong Kong (1963—1965).”
CO 1030/1655-1657. “Water supplies - Hong Kong (1963—1965).”
CO 1030/1658. “Water supplies - Hong Kong. Chinese reservoir at 

Shum Chun (1963—1965).”
CO 1030/1659. “Sea water distillation (1963—19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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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B(1)2065/09-10(01)。2010。「內地與香港關於建立更緊密經貿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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